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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为王仪康，中间是金属所老所长李薰，左一为郭可信院士

我与清华

阴孙路
回首往事，在电机系的五年学习生

涯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五年
寒窗，留给我们最为骄傲的就是面对人
生时可以自豪地宣告：青春无悔！
当我们刚刚从中学毕业，面临人生

第一次选择时，正值祖国结束十年动乱
不久，百废待兴，长期的闭关锁国，“文
化大革命”使人们对大学、对教育的回
归正统颇有些陌生。我们这些初涉人世
便在“阶级斗争”“反潮流，交白卷”中成
长的少年更是不知如何选择自己的志
向。

记得高考前填写志愿时，长辈以一
种坚定的口吻告诉我：填清华大学。填
清华的电机系，因为清华是中国最好的
理工科大学，清华的电机系是中国最好
的电机系。于是我以一种庄严的心情填
下了第一志愿，把自己的理想交托给了
清华大学电机系。

每当我见到当年的老同学，都忍不
住要问：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踏入清华园

时，从南校门一直延伸进来的那条笔直
的白杨树林荫道曾让我们年轻的心快
乐地在蓝天放飞；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踏上主楼西
侧系馆门前的台阶时，那种神圣感是何
等的刻骨铭心；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扛起丁字尺
在清华学堂做第一道制图题时，心中是
何等的兴奋，是怎样地憧憬在“振兴中
华”的口号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曾记否，当年在一号楼楼道里围着
唯一的一台电视机观看中国女排第一
次夺得世界冠军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
是那么的激动；

曾记否，在实习途中，蜷曲在长途
列车的地板上小睡时，我们这些刚入社
会的大学生是如何地装扮着成熟；

曾记否，毕业前夕，当我们相聚在
往日熟悉的食堂聚餐畅饮时，我们是那
么像亲人分别般的伤感，像开赴前线的
战友般相互叮嘱！
我时常翻开五年大学生活记下的

十几本日记，每翻开一页，我几乎能把
那每一天的故事都回忆起来，仿佛又看
到二十多年前，在清华园，在电机系，我
们的青春之旗在高高地飘扬。
每一位在电机系就学的同学都会

有共同的和自己的感受，清华园里那种
严谨的作风，那种自强不息的氛围是所
有清华学子受益终身的。电机系五年的
光阴，留给我一生的教诲就是：为学之
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

在那五个三百六十天的熏陶中，我
懂得了只有“清芬挺秀”才能“华夏增
辉”；只有“从我做起”，自己才能成为国
家建设的栋梁。当年虽然物质生活还十
分匮乏，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都有着十
分富足的精神生活；当年虽然在教学、
实验手段上还十分落后，但我们这一代
大学生却都从老师、课堂、书本上学到
了扎实的基础课程，奠定了日后为祖国
工作的知识基础。

那个时候由于经济拮据，同学们常
常只是在暑假才回家探亲，寒假留校的
同学较多。于是你可以看到大年三十的
晚上，二教的教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不

少同学还在伏案读书。你还可以看到，
同学们尽情地享受假期集体宿舍不熄
灯的“优待”，忘我地通宵学习。那种校
风，那种对知识如干海绵般的渴求，的
确是今生都不能忘怀的经历，是今天刻
苦工作的习惯发端。
记得有一年的专业课考试，由于那

个阶段自己的社会工作较多，没有认真
学习、复习，结果成了班里唯一考试不及
格的学生。自己当时的羞愧委实无法形
容。但辅导老师王宝玲先生不是用严厉
的批评对待我、训斥我，而是整整一个暑
假，在教室里一对一地辅导补习。我至今
还记得有一个下午，夕阳的余辉斜射进
教室，当假期的校园里只有蝉鸣，我敬爱
的王老师仍在面对她唯一的学生孜孜不
倦地讲课、解答。那门专业课是我一生中
学过的最重要的课程。王老师以她的为
师之道教给了我为学之道。
上世纪 80年代初，正是解放思想，

打破禁区，改革开放启动的时代。与此
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在泛动，比如校
园的民主竞选，关于“人是自私的”公开
讨论，“伤痕文学”、西方哲学思潮等。这
些对我们刚刚踏入社会，思想尚未定型
又长时期受僵化模式教育的大学生来
说，确实是眼花缭乱。面对共和国的历
史转型，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迷茫、困惑、
彷徨、怀疑，直到激进。我自己就是属于
当时思想比较活跃而又迷失了方向的
大学生，一度在西方的思潮中沉浮。

198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
六中全会，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
公正、真实的阐述。此时，系学生组长李
凤玲老师第一个找到了我，在系馆旁的
草地上促膝长谈，细心地为我讲解了各
种思想的困顿，鼓励我以积极的态度做
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当代
大学生。

1982年初春，我随电机系一批同学
奔赴燕山脚下的 200 号（核研院）参加
党课学习。正是这次燕山之行，从根本
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选择了一个青
年人应走的道路。在学习班里，白天听
理论课，晚上系里的辅导老师和我谈
心，特别解析了我头脑中的“三信”（对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中
国共产党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危机，使我消除了疑惑、回归了真理。从
学习班回来，我以平静而严肃的心情第
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自
己的人生航道上设立了一盏不熄的明
灯。至今我也无悔当初对信仰、对追求
的选择。

（作者系清华大学 1979级学生）

为学之道在于严
为人之道在于德

人物简介

刘勇, 1980 年 2月出生，讲师，上
海交通大学博士，法国 CNRS 博士
后。主要从事先进镁合金设计及成型、
非晶复合材料的设计及制备研究。主
持和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江
西省教育厅科学基金、江西省国际合
作项目等 10余项。近年来发表学术论
文 32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13篇，EI
收录 4篇，已被 SCI收录论文引用 48
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3项。研究成果获得 2007年
亚洲镁合金论坛 Best Poster Award、
2010 年中国材料研讨会青年优秀论
文奖等奖励。现担任国际知名期刊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Jour-
nal of Materials science审稿人，在国内
镁合金、准晶和非晶复合材料等领域
具有一定的影响。

学府名师要要要南昌大学青年科研工作者系列报道

一位“80后”科研人的“春天里”
———记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刘勇

阴何梦逸
他是三十而立却满载荣誉的“80

后”。他皮肤偏黑，一张娃娃脸上架着一
副大大的椭圆形细框眼镜，显得成熟稳
重。他说话干练、字句朴实无华却又体
现出严谨的科研精神，他学历丰富，先
后在南昌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在
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浙江大
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
究。
他，就是现任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

院青年教师———刘勇。

漫漫求学路浓浓科研情

2011年 2月 25日，南昌天气回潮，
狭长幽暗的走廊里一片湿漉漉。在南昌
大学机电楼四楼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
里，刘勇正在研究自己的项目。
“材料是所有工业的基础，只有材

料性能提高，才可能为工业方方面面技
术的提高提供支撑。而且当我们做出一
种新材料时，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
“我经常在想，我们总是在寻求改

进非晶材料组织结构和物理性能的方
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这种非晶材
料本身作为增强物质呢？”2010年 9月，
刘勇申报的“非晶增强铜基复合材料的
设计、制备及成形机制”项目，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 21万元的
资助。
据了解，这个立项选题新颖，全世

界只有 3个研究团队在做类似的方向，

分别在法国、韩国和中国。它属于非晶
材料的应用范畴，主要利用非晶的超塑
性变形与传统铜合金结合，并进一步增
强传统铜合金。其实，这项课题是刘勇
在法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产生的想法。
硕士期间，勤奋好学、颇具科研潜

力的刘勇受到导师杨湘杰的重视。惜才
的导师劝导他要坚持考博士。带着导师
的殷殷期盼，2004年，刘勇不负众望，获
得上海交通大学公费读博的资格。
在博士期间，刘勇采用了一种新的

成分设计和合金强化的思路：原位自生
准晶增强镁合金，研究了合金成分对准
晶相形成的影响规律，确定了准晶相
（I-phase）形成的合金成分范围，研究了
不同准晶含量对Mg-Zn-Gd系合金铸
态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最终获
得了挤压和热处理工艺优化参数，阐明
了准晶增强镁合金的强化机制和变形
机制。刘勇因此在 2007年获得亚洲镁
合金论坛 Best Poster Award、Du-Bang
Scholarship、全国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
二等奖。
源于对科研的热忱，2008年 5月，

刘勇来到浙江大学继续从事博士后研
究。
“当时想换一个领域拓展自己的事

业，进行全新的思考。当时用非晶增强
镁合金，跟现在用非晶增强铜合金是相

关的。”刘勇对新型镁基大块非晶复合
材料展开潜心研究，设法引入第二相粒
子增韧镁基大块非晶。最终，这项研究，
申请到 1项国家发明专利———“非晶颗
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工艺”。

正是由于非晶增强镁合金这一课
题，法国最高科研机构、全球三大科研
机构之一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
2008年在全球招聘一位博士后（postdoc
fellow）时，选择了当时年仅 27岁的刘
勇。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0 月，刘
勇主要从事新型大块非晶复合材料设
计及制备。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受到合
作导师的高度评价，并已在第 16届亚
稳、非晶、纳米结构材料国际论坛（IS-
MANAM 2009）进行报道。
这些杰出的工作成果，使他至今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相关学者保持
着良好的关系，签订了国际合作协议，
还获得江西省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

真真向上心 事事主动为

刘勇在法国从事了一年的博士后
研究。他体会最深的是，凡事要主动交
流。刚去法国，刘勇由于语言不通闹出
了很多笑话。去法国的第一天，在房东
家里要上厕所，灯没开。刘勇只能指指

客厅的灯，再指指卫生间的灯，打手语
解决问题。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要先上

网查好要说什么，写单词递给他。他回
答我，我听不懂，就让别人也写出来。然
后再上网翻译成英文或者中文。”刘勇
忍俊不禁地说起当时的窘迫。
后来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看书，跟

同事主动交流。为了学语言，他还利用
周末在一些老年俱乐部做义工，“他们
会定期举行一些 party，我想让他们教我
说话。看到不会说的东西，就问怎么
说”。
“在最后一次作课题报告时，我用

法语做开场白，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对我刮目相
看。”刘勇绘声绘色地说起当时的情景。
法国人认真、严谨的态度让刘勇感

触良多。“在法国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都要靠自己，要不断地学习。任何一个
课题，方向迟早都会过时，只有把握国
际前沿动态，跟别人合作沟通，才能不
落后。”
从法国学习结束后，刘勇又回到了

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工作。
刘勇目前在南昌大学协助指导硕

士生 3名和博士生 1名。他说：“我对自
己什么要求，对学生也是什么要求。我
们几乎每天见面，他们随时可以和我讨

论，汇报课题进展。”对于学生来说，刘
勇亦师亦友。机电工程学院 2009级研
究生张丽说，刘老师经常加班到晚上十
点多，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谈到自己的理想时，刘勇笑着说：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初中理想是出
国留学，现在的理想是希望把这个材料
做得更好。”

南昌的春天已经悄然离去，倾心于
科研的刘勇，却刚走进了自己的春天
里，那是充满希望与阳光的春天……

一生一诺言
———回忆王仪康老师

阴冼爱平
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我和王仪康老师初次见面是在
1982年 9月的一天，那时我刚被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他
到研究生宿舍来看我。
当时他是所里的副研究员和第四

研究室副主任，令我惊讶的是他穿着十
分俭朴随便，看上去就像从农村来的生
产队长。后来时间久了，才慢慢体会到：
在金属所大院里，富有个性且穿着随便
的常常是大有学问的人。
读研究生期间，王老师经常在外出

差，偶尔到实验室来，常给我们讲他去
生产第一线的所见所闻，这是他的一大
爱好，描述得生动活泼，让人听起来津
津有味。其中许多是与工厂一线工程技
术人员交流中获得的第一手知识。
久而久之，我们深感当时的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弥漫着一种科研与生
产紧密结合的优良所风。

1984年，我在做硕士研究生论文，
一个星期天到王老师家串门，那时他正
在转向石油用钢及矿山机械用控轧微
合金钢的研究，他兴致很高地描绘了今
后的远景规划。他说，中国即将进入一
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根据他对日本
在相应发展时期对国土建设需求和经
验的研究，他预见到中国很快就需要 5
亿吨钢的年产量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
要求，而当时我国的钢产量刚刚在 4000
万吨左右，还不到将来需求量的十分之
一，所以钢铁研究的发展空间巨大，远
非什么“夕阳工业”。
他最后说，我今年 54岁了，还可大

干一番。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
劲头。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钢铁生产
能力已超过了 7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
钢铁生产和消费国。回想起来，当年王
老师的预言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

1985年刚毕业的我和他到攀枝花
钢铁公司出差。当时，攀钢生产的重轨
钢一般不出现白点缺陷。可攀钢的技术
人员许多来自我国武钢、鞍钢等，在这
些钢厂生产钢轨时白点是一种常见缺
陷。攀钢重轨无白点的新现象反映到时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那里。
中科院副院长、金属所老所长李薰

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感兴趣，立即带领
王仪康等去攀钢考察，但不幸在昆明病
逝。后来金属所就由王仪康负责与攀
钢合作研究，查明攀钢重轨钢无白点的
原因。王老师和攀钢的总工程师、相关
技术人员等非常熟悉，始终保持密切的
联系。
经过近 10年的工作，做了大量试

验，最后的结论是：攀钢重轨钢冶炼钢
水中氢含量很低，当钢水中氢低于临界
氢含量时，钢轨中就不产生白点。造成
钢水中低氢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攀枝花
地区气候干燥，炼钢原料中含水较少；
同时攀钢在国内首次采用氧气顶吹转
炉冶炼重轨钢，因此钢水沸腾好，易于
脱氢。由于攀枝花地区海拔较高，气候
干燥是低氢冶炼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老师又将这一问题扩展，调研

了我国其他一些海拔较高气候干燥的
钢厂，如包头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
等，发现这些高原钢厂都有低氢冶炼
现象。对这一发现，他十分高兴，将结
果总结成“中国高原钢厂的低氢冶炼
现象”，在国际会议上报告后，引起了
有关学者的关注。由于超高强度合金
钢对氢脆十分敏感，这一发现对我国
超高强度合金钢工厂的合理选址和布
局有重要意义。
在攀钢现场工作久了，我才知道王

老师早已是攀钢的常客。1975年，他就
来攀枝花兰尖铁矿，负责试验潜孔钻
具。攀枝花位于四川与云南的交界，属
于热带气候，那里常常是烈日当空，万
里无云。他们白天要顶着 40摄氏度的
高温，满身大汗，扛着很重的钎具上矿
山；试验中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用笔
记录每天的钻头掘进的米数、钻头寿命
等基本数据；晚上还要在简陋的宿舍里
学习英语，生活艰苦而单调。经过全国
许多单位多年的通力合作，国产潜孔钻
具的质量一步一步获得改进与提高。到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在攀技花坚硬矿
岩上钻进的潜孔钻头寿命比原来提高
了 30～50倍，冲击器寿命比原来提高
了 5～10倍。潜孔钻具寿命和效率等性
能指标全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新型
钻具的使用，使潜孔钻机的效率提高了
8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金属矿山穿
凿工具落后的局面，为中国铁矿砂在上
世纪 90年代后期持续大幅度增产作出
了直接贡献。

正是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大幅
度提高了中国铁矿的采掘效率，支撑了
今天中国钢铁工业雄踞世界第一的地
位。1985年这项工作由王老师领衔获得
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9年中国
科学院建院 60周年时，评估建院以来
为国家做出的 100项重大成果中，冶金
矿山潜孔钻具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在冶
金工业部矿山处负责此项工作的王梦
珍对王老师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地
地道道的在第一线亲自做科学研究的
科学家，他是我敬重的不是科学院院士
的院士，不是工程院院士的院士。”

要到第一线调查研究

王老师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既具有
战略远见, 又能深入基层解决问题的钢
铁专家之一。他带我们去工厂时，总是
特别强调要到第一线调查研究，才能正
确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
一次某油田有五口油井先后发生

了隔热管断裂，损失十分严重。当时王
老师是石油部的材料顾问，隔热管生产
工厂技术人员到金属所找到王老师后，
要求进行失效分析，他们怀疑可能是隔
热管预应力焊接工艺出了问题。王老师
没有在办公室论道，而是带我们立即赶
赴制造厂，现场调查了他们预应力焊接
操作，后来又到使用隔热管的油田现场
调查，并在现场取回了一些油井注水，
回所化验。分析结果发现，不但隔热管
制造过程中有材料与工艺问题，隔热管
的使用也存在问题。特别是油井注水的
碱性偏高，在材料有缺陷的条件下可引
起隔热管的碱性应力腐蚀断裂。因此，
应分别从隔热管材料，预应力焊接和油
井注水的 pH控制多方面来采取技术措
施，防止事故发生。

1998年，我从国外回来后，王老师
对我说，由于后来油田改进了注水的碱
性，使 pH降低，原来碱性注水对地下油
砂的腐蚀减小了，油田的油井出油率意
外获得提升，事故倒引发了转机，对此
意外发现他显得颇为得意。
上世纪 80年代，中国石油工业大

量进口日本石油钢管，王老师对此忧心
忡忡，他在多种场合建议，力主中国尽
快实现石油钢管的国产化。

1985年，天津大无缝钢管开始立
项建设，最早曾规划在国际市场上大量
购进旧船，拆卸后用废钢做原料冶炼制
造石油用无缝钢管。作为一位有经验
的钢铁专家，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
担忧。
他多次奔走于天津大无缝和石油

部，向有关人员阐述石油钢管并非是一
种普通钢管，对钢材力学性能有严格的
要求；如果钢中一些有害杂质（特别是
五害元素 Sn、As等）不能控制，它们将

通过一定的途径最后偏析于钢的晶界
上，可对钢材质量造成严重的危害，因
此石油钢管作为一种高压容器，必须使
用优质原料。
这些努力和建议，对后来天津大无

缝的建设和成功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提高石油钢管的
冶金质量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目前
我国石油钢管的质量已经接近国际先
进钢厂的水平，而石油钢管产量则稳居
世界第一，王老师作为当年力主实现石
油钢管国产化专家功不可没。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命令”

王老师作为中国科学院的资深科
学家长期工作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对
自己的祖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即使
退休后，仍然在关心与思考一些大的行
业问题，并为之奔走呼号。

2000年，中国计划建造“西气东输”
工程，将 120亿～140亿方 /年的天然
气，从西北边疆输送到东部沿海地区。
这是中国第一条大管径（1016mm），高
压（10MPa）和长距离（4000 公里）输气
管线。
在工程论证会上，王老师和石油管

道局总工程师潘家华力主采用在国际
管线钢界的最新成果———X70 针状铁
素体管线钢，取代当时国内油气管线主
要使用的强度较低的 X60-65 级管线
钢。由于这条高压输气管线不但要“过
黄河，穿长江”，还要经过中国经济和人
口最密集的沪宁线，它关系中国的经济
命脉和战略安全。
使用高强度管线钢建造输气管线，

是否会发生延性断裂，这是一个必须考
虑的重大问题，中国当时没有经验可
循。王老师建议引进国外专家对此进行
学术讨论。他积极协助石油天然气管道
局于 2000年 10月召开了一次“延性断
裂及止裂”国际研讨会，邀请了美国
AMOCO石油公司首席研究员 Dr. W.
Wark，美国 BATTELLE 研究所的 Dr .
Brian Leis等当代国际上的一流专家来
华讲学，共同研讨。最后，中外专家一致
认为，按第一次西气东输管线的工程设
计，采用 X70级针状铁素管线钢管建造
的管线，具备足够的对延性断裂的止裂

韧性，会议结论支持了“西气东输”工程
的及时启动。
鉴于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解决

“西气东输”工程关键问题上的贡献，
2000年，王老师被聘为“西气东输”重点
工程高级技术顾问。2002年、2010年，
王仪康被聘为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与
技术论坛组委会特邀专家。此后，他先
后协助或主持石油管道局系统召开了
10次涉及石油、天然气输送管线钢的国
际会议，获得了大量管线钢方面的前沿
信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石油管线工程
技术水平的提升。
王仪康老师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

冶金系，当时中国读冶金的学生很少；
作为第一批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学
生，他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钢
铁冶炼专家，对钢铁行业十分有感情。
在他病重期间，我们去医院探望他，只
要他身体略有好转，他都必谈钢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谈起了

当年的炮钢研制工作。那是在 1965年，
他们奋战了三个多月，从合金钢种设计
入手，采用当时先进的真空熔炼 +电渣
自耗双联法炼钢，研制成功了高性能炮
钢毛胚，屈服强度达到σs≥1400Mpa，
穿成无缝钢管后，他又同工厂技术人员
一道研究火炮的设计、机加和热处理要
点。经一个多月的苦干，完成了两门“一
个人可以扛着走的轻型无后坐力炮”，
这一成果，成了当时军工系统轰动一时
的新闻。这种超高强度炮钢，被命名为
“5021钢”，可以降低火炮重量 40%，实
现了单兵扛炮的目标，有效提高了我军
步兵的战斗力。后来他搞的矿山钎具用
钢，包括系列的钎头体钢和钎杆中空钢
等均发源于这些炮钢的研究工作。说到
这里王老师面露微笑，沉凝于当年的青
春年华与峥嵘岁月，完全忘却了自己疾
病的疼痛。
王老师是 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当

年他曾说过：“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命
令。”他一生兑现了这一诺言。2011年 3
月 12日王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痴
迷于理想，为中国的强盛，为他所热爱的
钢铁事业不畏艰难，不知疲倦地奋斗的
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
要努力工作，完成他未酬之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